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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 2000—2020 年 74 个经济体的数据,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

一国全球价值链供给端与需求端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区域贸易

协定深化显著提升了一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机制分析表

明, 制度弥合、 研发要素流动、 全球价值链风险—收益比下降和全球价值链网络分

工协同度提升是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促进全球价值链稳定的主要渠道。 异质性分析表

明,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会由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本土市

场规模、 条款类型、 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地位的差异而表现出异

质性。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提升的效果会受到全球价值链生

产活动区域化重构的影响。 本文研究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和稳定性的提升

提供了一些启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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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分工不断深化, 各国的经贸往来

与投资合作日益密切。 但因地缘政治冲突及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导致近年来国际经

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布局向区域化、 本土化以及短

链化等逆全球化方向加速调整 (王岚和程志宙, 2024) [1] , 各国面临着脱钩与断链

的巨大风险。 在此背景下, 如何有效维护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成为各国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 “高端产业回流” 与 “中低端产业分

流” 的策略降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以及强化供应链韧性 (魏龙等, 2022) [2] 。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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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策表述有所不同, 但其核心目标均指向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全球

价值链作为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的重要基础, 维持全球价值链稳定是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与稳定进而保障国家经济活动正常运行、 贸易往来与投资的重要前提 (史

本叶和齐瑞卿, 2023) [3] 。 因此, 积极探索提升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路径, 不仅

是各国防范化解脱钩与断链风险、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重要环节, 也是

各国应对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冲击、 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迫切需求。
与此同时, 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相关准则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面临发

展困境, 相对更具灵活性与包容性的区域贸易协定 (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逐渐成为各国推动经贸合作及防范贸易风险的重要工具 (刘斌和王殿杰,
2023) [4] 。 近年来, 新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条款内容上逐渐表现出高标准、 宽领

域的特征。 换言之, 区域贸易协定条款在不断深化。 随着 RTA 条款不断深化, 其

通过削减成员间贸易壁垒、 促进经贸政策协调一致, 为全球价值链平稳运行提供关

键的制度安排。 那么, RTA 深化是否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

用? 该促进作用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不仅有助于各国构建

安全稳定的全球价值链合作体系, 而且为中国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保障国家

经济安全以及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从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测度方法、 全球价值链稳

定性的影响因素以及 RTA 与贸易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 全球价值链稳定是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体所生产与销售的中间品

在全球供应链中高稳定性流转带来的增加值获利稳定性 ( 史本叶和齐瑞卿,
2023)。 根据该定义可以将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测算方法分为三类。 其一, 考虑产

业间联系的稳定性。 一个拥有稳定的产业间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能够有效保

障中间品在全球供应链中高效稳定地流转, 进而维护全球价值链稳定。 为此, 研究

者们采用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滚动标准差测算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杨仁发和郑

媛媛, 2023[5] ; 宋跃刚和王紫琪, 2024[6] ; 宋玉洁和乔翠霞, 2022[7] ; 宋玉洁等,
2024[8] )。 该指标不仅直观地反映了产业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而且与波动的内涵相

吻合。 其二, 关注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该方法以企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外

增加值为基础, 通过追踪企业出口的产品在出口市场的留存时间和专业化投入水平

来评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稳定性水平。 具体而言, 若企业与其生产的产品

在目的国存续时间越长, 则表明该企业与该市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关系越稳定

(吕越等, 2017) [9] 。 同时, 企业对目的国出口产品中包含来自目的国的国外增加

值比重越大, 目的国断链成本越高, 因此目的国更有动机去维护价值链稳定 (魏

龙等, 2022)。 其三, 从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潜在风险评估其稳定性。 具体而言, 若

一国过于依赖于某一特定供应商或者销售市场, 其潜在的生产风险与销售风险将显

著增加。 当发生外部冲击时, 这种高度依赖将会引发全球价值链剧烈波动甚至发生

断裂 ( Baldwin
 

et
 

al. , 2022[10] ; Baldwin
 

and
 

Freeman, 2022[11] ; 祝 嘉 良 和 方

颖, 2024[12] )。

05

全球价值链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年第 12 期



其次, 当前直接针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少, 大多数研究将全

球价值链稳定性作为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探讨。 具体而言, 全球价

值链韧性指的是全球价值链应对外部冲击或风险时进行预测、 响应、 恢复以及持续

增长的能力, 从而维持价值链安全与稳定 (杨仁发和郑媛媛, 2023)。 为此, 多数

研究从价值链安全性与稳定性两个维度衡量价值链韧性并从中探究其影响因素。 基

于此, 根据全球价值链韧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结果, 可以将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

影响因素归结为资源禀赋、 技术水平以及制度环境三个方面。 在资源禀赋方面, 自

然资源储量丰富且劳动力与资本要素配置结构更合理的国家, 往往能够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 这不仅使它们能够获取国际分工中的大部分利益, 而且显

著提高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 为其稳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保障 (李光勤和

邱欣悦, 2024[13] )。 在技术水平方面,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生产要

素正逐步渗透至全球价值链各环节。 这些生产要素通过降低贸易成本、 提高供需匹

配效率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等多重效应, 有力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提升

(史本叶和齐瑞卿, 2023; 张俊荣等, 2024[14] ; 王彬和宋玉洁, 2024[15] ; 王岚和

程志宙, 2024)。 在制度环境方面, RTA 作为制度环境优化的信号和推动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形式, 其条款深化通过削减成员间贸易壁垒、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以及改善国际竞争环境, 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重构以及全球价值链韧性提升,
进而维持全球价值链稳定 (宋跃刚和王紫琪, 2024[16] ; 宋跃刚等, 2024; 郝夏珍

和宋跃刚, 2024[17] )。
最后, RTA 对贸易稳定性影响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早期的

研究中, 研究者们常采用二值虚拟变量的形式将 RTA 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然

而, 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一些研究认为签订 RTA 会提升贸易稳定性水

平 (Mansfield
 

et
 

al. , 2018[18] ; 王开和佟家栋, 2019[19] ), 而另一些研究则得出相

反的结论, 认为签订 RTA 会降低贸易稳定性水平 ( Besedes, 2013[20] ; 黄水灵,
2020[21] )。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二值虚拟变量方法忽略了 RTA 条

款在覆盖力和约束力上的明显差异, 从而导致估计偏误 (刘斌等, 2021[22] )。 为了

更准确地评估 RTA 对贸易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 RTA 深化与贸易稳定性之间关系的

经验研究不断涌现。 这些研究基于 Horn 等 (2010) [23] 以及 Hofmann 等 (2017) [24]

的条款计数法测度 RTA 深化指数, 并且从理论与实证上证明了 RTA 深化有助于贸易

稳定性水平提升 (张爱瑜等, 2024[25] ; 程志宙等, 2024[26] )。
综上所述,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测度方法日趋成熟, 且多项研究已经证实

RTA 深化对贸易稳定性具有积极影响。 为此, 以中间品贸易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
其稳定性必然受到 RTA 深化的影响。 然而, 鲜有研究关注 RTA 深化对全球价值链

稳定性水平的影响, 仅少数文献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韧性的视角对区域服务贸易协

定深化与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关系进行分析 (宋跃刚等, 2024; 宋跃刚和王紫琪,
2024; 郝夏珍和宋跃刚, 2024), 也很少有研究把全球价值链供给端稳定性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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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稳定性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探讨。 本文认为现有文献在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测度

方法以及 RTA 深化对其影响的研究方法上还有待完善。 第一, 需要将供给端与需

求端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 外部冲击不仅会影响全球价值链

供给端的稳定, 也会影响需求端的稳定。 而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稳定对于生产投入的

安全稳定以及产出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有必要同时分析全球价值链供

给端与需求端的稳定性, 以期对一国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有系统的认识。 第二, 全

球价值链稳定性的测度方法需要进一步细化。 一方面, 现有研究缺乏双边国家层

面证据的考察。 当前以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测算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研究只考

虑了某国单边层面的稳定性, 即国家—行业—世界层面的全球价值链长度波动无

法真实反映出 RTA 成员之间、 RTA 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中间品供给与需求的稳定

性, 从而不利于准确评估 RTA 深化对全球价值链供给端与需求端稳定性的影响。
另一方面, 现有研究对价值链波动方向缺乏针对性分析。 当前国家—行业层面的价

值链稳定性大多采用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的滚动标准差表示, 但该方法仅能捕捉价

值链波动幅度的大小, 无法反映波动的方向。 忽视价值链波动的方向不利于准确把

握价值链稳定性的真实发展趋势 (谢申祥和高新锐, 2025) [27] , 从而难以为后续的

政策制定提供精准的判断依据。 第三, 需要针对当前全球价值链区域化重构趋势进

一步探索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 RTA 深化实现了国际分工生产环节与

地理分工格局再配置, 进而推动全球价值链朝着区域化方向演进 (宋跃刚等,
2024)。 然而, 鲜有文献关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重构趋势下 RTA 深化对全球价值链

稳定性的影响。 忽视这一影响不利于各国在国际分工新趋势下做出相应的政策与战

略调整。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与局限, 本文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 本文同时探讨一国全球

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稳定性水平。 本文参考 Wang 等 (2017) [28] 的全球价值

链生产长度分解框架, 分别以前向与后向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稳定性指数衡量一

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以期系统分析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

链稳定效应。 第二, 在区分全球价值链波动方向的基础上分析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

发展趋势。 本文基于残差法测度全球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的波动幅度与方向, 并

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全球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稳定性的发展趋势。 第三, 从双

边国家层面探究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 本文参考祝嘉良和方颖 (2024)
的方法, 以双边国家—行业的中间品贸易为基准, 将国家—行业—世界层面的全球

价值链生产长度拓展至出口国—行业—进口国层面, 并以此测算双边国家—行业的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第四, 本文运用 Wang 等 (2022) [29] 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分解法、 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社团发现算法, 测度了各国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

动的区域化程度,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全球价值链区域化重构对 RTA 深化发挥全球

价值链稳定效应的影响, 进而有助于各国充分了解国际分工格局区域化重构下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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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征事实

(一)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内涵及测度

1.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内涵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的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各个国家的中间品能够在国际分工

中稳定流转, 从而带来增加值的稳定获利 (宋玉洁和乔翠霞, 2022; 史本叶和齐

瑞卿, 2023)。 因此, 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环节能否建立稳定的中间品供需关系, 进

而形成紧密的产业间联系, 将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水平 (王彬和宋玉洁,
2024)。 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波动能够反映中间品在价值链各环节的流转与产

业间联系的紧密程度。 具体来说, 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越长, 表明一个国家—
部门从最初投入到另一个国家—部门产出最终品的跨境生产过程中, 初始要素所创

造的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越多, 价值链上各环节的产业间联系越紧密

(Wang
 

et
 

al. , 2017)。 为此, 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波动越小, 中间品的供给与

需求以及产业间联系越稳定, 从而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越高。 基于以上思路, 本

文以 Wang 等 (2017)、 祝嘉良和方颖 (2024) 的研究为基础, 同时结合 Kalemli-
Ozcan 等 (2014) [30] 以及程大中等 (2024) [31] 的残差法, 分别测算了双边国家—
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前向与后向平均生产长度的稳定性指数, 以此衡量全球价值链在

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稳定性水平。
2. 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的测算与内涵

首先, 在三国两部门投入产出模型下采用 Wang 等 ( 2017)、 祝嘉良和方颖

(2024) 的方法, 将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细化至出口国—行业—进口国层面①。
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 本文假设世界上只有 s、 r 和 t 三个国家, 每个国家共有两个部门, 记为

部门 1 与部门 2。 V 代表增加值系数, A 是直接投入系数, B 代表里昂惕夫逆矩阵

中的元素, L 代表国内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元素, Y 代表最终需求, 其等于国内最终

需求与最终品出口之和。
第二, 本文重点关注中间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流转情况, 因此本文以双边

国家—部门的直接中间品贸易为基准, 将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细化至出口国—
行业—进口国层面。 该方法能有效识别双边国家中间品贸易中的供给者与需求者,
从而为双边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赋予供给与需求的内涵, 换言之,
该方法能够测算出一国分别作为中间品供给者与需求者时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

平。 为了方便说明, 本文以 s 国部门 1 与 r 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为例

进行说明, 具体公式见式 (1) 和式 (2)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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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部门投入产出模型的矩阵展开式较为复杂, 相关的矩阵展开式与 R 语言代码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学术刊物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询” 栏目查阅、 下载。

 

式 (2) 运用了公式 LAF B = B-L = BAF L 进行化简。 该公式矩阵形式的推导过程的查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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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式 (1) 为基于前向分解的 s 国与 r 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其表示 s 国部门 1 作为增加值来源国—部门经由一系列国内分工后由 s 国向 r 国出

口中间品, 并被 r 国在国内加工或者再出口后形成最终品的过程中增加值被记为总

产出的平均次数。 同时, 根据 Asr 可知, s 国是 r 国的中间品供给者。 式 (2) 为基

于后向分解的 s 国与 r 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其表示 k 国部门 1 与部

门 2 的增加值经由一系列价值链分工后最终由 r 国向 s 国出口中间品, 并被 s 国部

门 1 用于生产最终需求之前该增加值被记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同时, 由 Ars 可知,
此时 s 国是 r 国中间品的需求者。

其次, 根据中间品跨境次数可将 s 国与 r 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分

解为简单和复杂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其计算公式详见式 (3) 至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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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中, 式 (3) 和式 (4) 分别表示基于前向分解与后向分解的中间品仅跨境

一次的简单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式 (5) 和式 (6) 则表示中间品跨境两次

及以上的复杂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就前向平均生产长度来看, 式 (3) 表示

s 国部门 1 作为增加值来源国—部门经过一系列国内分工后由 s 国向 r 国出口中间

品, 并被 r 国用于生产其国内最终需求的过程中增加值被记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而式 (5) 表示 s 国向 r 国出口的中间品被 r 国加工处理后出口至 s 国或者 t 国, 并

在 s 国或者 t 国形成最终品的过程中 s 国部门 1 的增加值被记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就后向平均生产长度来看, 式 (4) 表示 r 国部门 1 与部门 2 的增加值经由一系列

国内分工后最终由 r 国向 s 国出口中间品, 并被 s 国部门 1 用于生产其国内最终需

求之前该增加值被记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而式 (6) 表示 c 国的增加值经由一系

列国际分工后最终由 r 国向 s 国出口中间品, 并被 s 国部门 1 用于生产最终需求之

前该增加值被记为总产出的平均次数。
3.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的测算

结合双边国家—行业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的测算公式以及全球价值链稳定

性的定义, 本文对全球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稳定性的内涵做出进一步界定: 全球

价值链供给端稳定性指的是一国—行业作为增加值来源国—行业时, 其向下游国家

提供中间品并由此建立稳定的中间品供给关系, 进而形成紧密的产业间联系以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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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稳定的增加值收益; 全球价值链需求端稳定性指的是一国—行业作为增加值

最终吸收国—行业时, 其从上游国家进口中间品并由此建立稳定的中间品需求关

系, 进而形成紧密的产业间联系以及从中获得稳定的增加值收益。 基于此, 本文采

用前向、 后向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稳定性指数, 分别衡量供给端稳定性

(vol_plv) 与需求端稳定性 (vol_ply)。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考虑到滚动标准差法对时间窗口期的划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本文采用残差

法计算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 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增长率进行线性

回归后得到的残差作为双边国家—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 估计方程

如下:
growthijkt = growthijk, t -1 + λ ijk + μt + εijkt

 (7)
式 (7) 中下标的 i、 j、 k 和 t 分别表示 i 国、 j 国、 k 行业和年份。 根据式 (1)

与式 (2) 可知: 当 growthijkt 为 PLv_GVC 在 t 年的增长率时, i 国为 j 国的中间品供

给方, 即 i 国向 j 国出口中间品, i 与 k 则表示增加值来源国—部门; 当 growthijkt 为

PLy_GVC 在 t 年的增长率时, i 国为 j 国的中间品需求方, 即 i 国从 j 国进口中间品,
i 与 k 则表示增加值吸收国—部门。 λ ijk 代表出口国—行业—进口国固定效应①, μ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ijkt 为随机误差项。 考虑到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的自相关关系,
因此在等式右边纳入增长率的滞后一期。 通过式 (7) 可以求出残差项 ε̂ijkt, 其反

映了实际增长率相对平稳增长率的偏离程度, 此即为双边国家—行业层面的全球价

值链稳定性指数。 ε̂ijkt 可能大于零, 也可能小于零。 当 ε̂ijkt > 0 时表示全球价值链处

于正向波动, 即价值链呈现 “延链” 特征; 反之, 当 ε̂ijkt < 0 时则表示全球价值链

处于负向波动, 价值链呈现短链化特征。 ε̂ijkt 的绝对值越接近 0, 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越高。 当价值链呈现正向波动时, 价值链整体表现为 “延链”, 从而获得更高的分

工效率, 但过度 “延链” 会降低价值链的抗风险与增值能力。 相比之下, 价值链

负向波动的短链化特征虽然降低了分工效率, 但得益于更简单、 更紧密的合作模

式, 其交易成本较低、 抗风险能力和价值增值能力得到提高。 综上可知, 全球价值

链的正向波动与负向波动对一国经济发展均具有双重影响, 既可能带来发展机遇,
也可能带来负面冲击。 因此, 为了避免过度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有必要深入探究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发展态势并寻求价值链分工体系维持长期稳定的政策与管理

手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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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 由出口国—行业—进口国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转变为出口国—进口国层面的全

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并非采用行业维度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进行简单加总, 因此计算出口国—进

口国维度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的计算方法也稍有改动。 具体做法是: 当计算出口国—进口国层面的全球

价值链稳定性时, 需要将式 (1) 至式 (6) 中的分子、 分母分别加总到出口国—进口国层面, 然后进行相除

得到出口国—进口国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 然后, 将出口国—进口国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

长度的增长率数据代入式 (7), 并且出口国—行业—进口国固定效应转变为出口国—进口国固定效应, 进行

回归后的残差即为出口国—进口国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 求解世界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平均生产长

度、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同理。

 

限于篇幅, 关于正向波动和负向波动的详细说明, 查阅同前。



(二)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特征事实分析①

考虑到当前世界各国的分工协作已经由原来的全球生产模式转变为区域生产布

局 (倪红福等, 2024) [32] , 形成了三大区域工厂: 以中国、 日本和韩国为中心的亚洲

工厂, 以美国、 墨西哥和加拿大为中心的北美工厂, 以德国、 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

洲工厂。 为此, 本文针对三大区域的主要国家绘制了 2020 年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

数热力图, 以期考察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区域与国别特征。 在热力图中, 方块中的数

字为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 方块的颜色越深或者方块中的数字越大代表价值链正向

波动程度越大, 反之, 方块颜色越浅或者方块中的数字越小代表价值链负向波动程度

越大。 同时, 方块中的数字越趋近于零代表价值链越稳定。 横轴为中间品供给方

(出口方), 纵轴为中间品需求方 (进口方)。 当考察全球价值链供给端稳定性时, 方

块中的数字代表出口方作为增加值来源国向进口方供给中间品时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指数。 当考察全球价值链需求端稳定性时, 方块中的数字代表进口方作为增加值吸收

国从出口方进口中间品时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 由图 1 可知, 无论是在需求端还

是供给端,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呈现出区域化特征, 即区域内成员之间展开价值链合作

的稳定性水平高于区域间成员的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以亚洲区域为例, 中国、 日本、
韩国之间展开价值链合作的稳定性高于三者分别与北美地区或欧洲地区国家之间进

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稳定性水平。 不仅各国对美国、 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供给中间品

时面临较低水平的稳定性, 而且美国、 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三者之间相互供给中间品

亦存在着较低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此外, 在区分了简单与复杂价值链生产活

动后,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依旧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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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主要国家的需求端和供给端 GVC稳定性水平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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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世界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变动趋势图及其说明, 查阅同前。

 

限于篇幅,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需求端和供给端简单与复杂 GVC 稳定性水平热力图, 查阅同前。



三、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全球价值链上下游环节能否建立稳定的中间品供需关系, 进而为嵌入价值链分

工的各国带来稳定的增加值收益将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RTA 为价值链贸

易稳定运行提供了一套长期的制度安排。 具体而言, RTA 深化为缔约各国提供了

规制融合的渠道, 降低了缔约各方进行价值链分工的贸易成本, 促进生产要素在成

员间自由流动, 从而影响中间品供需稳定。 就中间品供给方而言, RTA 深化极大

地削减了贸易成本, 促进了知识、 技术等生产要素更自由地流动, 使中间品供给方

能够将更多资源用于研发, 提高中间品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从而保障供给稳定。 就

需求方而言, RTA 深化提高了各缔约方之间的政策透明度, 降低了信息不对称,
使中间品需求方能够获取更高质量、 更多样化以及更具性价比的中间品, 扩大了有

效需求, 保障了需求稳定。
(一) 制度弥合机制

首先, RTA 深化通过削减贸易壁垒缩小了缔约各方由于经贸规则、 监管目标

等差异导致的制度差异。 经济体间贸易壁垒差异越大意味着缔约各方关于经贸规则

与监管目标等方面的差异越大 (张志明等, 2024b) [33] 。 RTA 深化为成员间提供了

一套统一的贸易标准与规则, 不仅有效削减了贸易壁垒, 而且为缔约各方之间搭建

了规制融合的渠道, 为弥合缔约各方监管目标与政策差异进而缩小制度差距提供保

障。 在削减贸易壁垒方面, RTA 中的贸易便利化条款要求各缔约方不断放宽市场

准入门槛、 简化海关程序以及优化营商环境, 从而缩小了各缔约方的经济自由度差

异 (张志明等, 2024a) [34] ; 在规制融合方面, RTA 通过设立国有企业条款、 竞争

政策条款以及投资政策条款等边境后规则, 为各缔约方在投资、 竞争以及国有企业

运营等方面提供了一套共同的标准与原则, 提高了各方在经贸规则上的一致性, 降

低了内部制度差异。
其次, 由于各国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需要支付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 文化与

法治环境适应成本以及销售网络构建成本。 基于成本最小化的目的, 各国更倾向于

选择与自身地理临近、 市场需求以及贸易政策更为相似的国家展开价值链合作

(李潇和韩剑, 2024) [35] 。 而制度差异较小的国家之间开展价值链合作将面临更低

的不确定性风险, 从而保障合作各方的价值链贸易稳定。 具体来说, 制度差异较小

的国家间开展价值链合作, 更容易获取对方的国内政策与贸易政策等信息, 降低了

信息不对称引致的不确定性风险 (杜声浩, 2021) [36] 。 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降低, 中

间品供给方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市场需求变化趋势, 提前生产相关产品以及调整产品

规格, 中间品需求方则能够更灵活地调整相关产品的加工流程与产品的销售策略。
这种高效协同的机制保障了中间品在国际市场上稳定高效的流转, 为参与全球价值

链分工的各方带来了持续稳定的收益, 进一步增强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
(二) 研发要素流动机制

首先, RTA 深化改善了成员方的研发环境, 为创新主体的研发活动提供坚实

的制度支撑, 从而促进了与基础研究、 技术应用、 实验研发相关的资金、 人才、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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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设备等研发要素的流动。 一方面, 从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 投资政策等保护创

新者利益的条款来看, 知识产权条款通过明确产权归属、 延长专利保护期限等方

式, 有效提高了技术泄密和盗版行为的成本, 大大降低了研发要素输出国知识产权

被侵害的风险。 同时, 竞争条款与投资条款通过对不正当竞争加以规制、 设立投资

保护机制等措施, 改善市场竞争与投资环境, 为研发资本在国际自由流动提供保障

(刘斌和王殿杰, 2023)。 另一方面, 贸易协定中诸如创新、 研究与技术、 教育与

培训等有利于创新的条款也为研发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有力支持。 创新条款要求成员

积极参与国际创新合作框架, 明确国际创新合作的总体目标与相关机制, 为研发要

素流动奠定制度基础。 同时, 研究与技术条款要求成员方为创新主体搭建国际创新

合作平台, 以此促进各成员在科技领域的深度合作, 从而推动技术转让与新技术传

播。 此外, 教育与培训条款加深了成员间教育体制与政策的相互了解, 促进彼此探

索学历互认与学分转移的可行性, 极大地促进了人才在成员间的自由流动 (孙玉

红等, 2024) [37] 。
其次, 研发要素跨境流动不仅优化了流入国与流出国的研发要素配置, 降低了

研发创新成本, 还促进了知识与技术溢出, 为两国提升创新效率与产出进而增强技

术与创新能力提供坚实基础。 而创新与技术能力是决定一国能否维持中间品供给与

需求稳定进而维持全球价值链稳定的关键因素。 具体来说, 随着国际分工不断深

化, 当一国作为国外中间品的需求者时, 该国消费者对最终品的绿色化、 个性化以

及差异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时, 内嵌更多高新技术的国外中间品成为了生产绿

色化、 个性化及差异化最终品不可或缺的重要投入。 换言之, 技术创新引致该国扩

大了对国外中间品的有效需求, 保障了该国中间品需求稳定。 当一国作为国外中间

品的供给者时, 该国技术与创新能力的提升, 有助于提高其中间品的质量与差异化

水平, 使该国中间品在国际市场上难以被替代, 从而占据国际市场较高的份额, 保

障了该国向国际市场供给中间品的稳定性。 综上所述, RTA 深化通过促进研发要

素在成员间自由流动, 提升了 RTA 成员的技术与创新能力, 为中间品在成员间稳

定流转进而形成紧密的产业关联提供有力支撑, 进一步增强了 RTA 成员的双边价

值链稳定。
(三) 价值链风险—收益比降低机制

首先, RTA 深化降低了一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为了创造单位收益

而产生的对国际产业链的需求依赖, 即 RTA 深化降低了价值链风险—收益比。 具

体来说, RTA 深化不仅提高了一国在生产端的收益, 而且降低了该国参与全球价

值链分工面临的需求端暴露风险。 从生产端收益来看, 其指的是一国部门创造的增

加值被国外吸收的部分, 即国内增加值出口。 RTA 深化极大地削减了关税与非关

税壁垒, 有效降低了价值链合作中由于中间品反复跨境导致的贸易成本放大效应

(杜声浩, 2021), 进而扩大了国内增加值出口规模, 实现国际贸易收益扩大。 从

需求端暴露风险来看, 其指的是为了创造生产端的收益, 该国部门从其他国家部门

购买中间品所形成的国际产业链需求依赖, 即本国对国外中间品的依赖, 亦称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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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需求端风险敞口 (倪红福等, 2024; 祝嘉良和方颖, 2024)①。 因此, 克服中

间品投入的 “卡脖子” 技术环节是降低一国价值链需求端风险敞口的重要手段

(干春晖和满犇, 2025) [38] , 而 RTA 中创新、 竞争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的深化

与扩展, 极大地改善了一国的创新环境与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为该国实现从技术引

进到自主创新转变、 摆脱核心技术与基础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提供保障。
其次, 随着一国面临的价值链风险—收益比降低, 其在价值链分工中具备更强

的风险抵抗力, 进而提升其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一方面, 随着一国的国内增加值出

口规模不断扩大, 该国在获取大部分贸易利益的同时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使其得以从事研发设计、 品牌营销与售后等高附加值生产活动, 从而向国际市场提

供更高质量、 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 降低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 实现中间品供

应稳定。 另一方面, 需求端风险敞口越小的国家, 其在价值链分工中受到 “长鞭

效应” 与下游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转嫁效应的影响越小, 从而该国具备更稳定的

投资与产出 (李之旭和彭水军, 2025) [39] , 以此维持全球价值链稳定。 具体来说,
从 “长鞭效应” 来看, 当一国需求端风险敞口较大时, 需求冲击能够沿着价值链

扩散至更多生产节点, 加之需求信息失真的影响, 导致处于价值链上的各国产出剧

烈波动, 从而不利于价值链稳定; 从风险转嫁效应看, 需求端风险敞口过大引致较

高的不确定性风险, 价值链各生产节点的国家出于风险防范的目的进行投资与生产

超调 (如过度备货与缩减产能), 从而加剧价值链波动。 需要说明的是, RTA 深化

降低一国对需求端的风险暴露水平并非指完全退出国际市场, 而是在参与国际分工

的过程中追求效率与安全的均衡。
(四) 价值链分工协同机制

RTA 作为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基石, 其构建的国际规制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

价值链生产网络格局, 为各国在价值链生产分工中实现相互促进、 相互支撑从而达

到深度互动且高水平发展的协调状态提供了有利环境, 即 RTA 深化推动缔约各方

实现价值链分工的耦合协调。 一方面, 缔结 RTA 往往以各国互惠互利为原则, 通

过确立生产要素的最优活动机制, 缩小签约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 从而实现价值

链生产分工耦合度提升。 具体来说, 贸易协定中的技术合作、 创新、 知识产权等条

款加速了技术在协定成员间的流动与共享, 填补了成员间研发实力与知识储备的鸿

沟 (刘斌和王殿杰, 2023), 带动分工地位较低的一方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同时,
贸易协定中投资、 竞争政策等条款优化了各缔约成员的投资环境, 为处于分工地位

较低的一方吸纳其他成员的投资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提供助力, 以此促进其分工地位

提升。 另一方面, RTA 深化促进了区域内成员经济政策协调与市场开放, 提高区

域内成员生产、 投资以及分工效率 (彭水军等, 2024) [40] , 提升区域整体的价值链

网络地位。 同时, 当协定成员方与第三方存在其他生效的贸易协定时, 借助贸易协

定提高政策透明度与促进规制融合的功能, 区域内其他成员能够通过协定成员方获

得关于第三方的相关政策信息, 降低了引进前沿技术和拓展国际市场等不确定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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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李潇和韩剑, 2024), 提高区域整体在价值链分工中的收益, 促进了各成员价

值链分工协调发展。
随着价值链分工协同度提升, 协定成员间的价值链联系愈发紧密, 促进了信

息、 知识、 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成员间的循环流动与交互, 优化行业资源配置, 提高

价值链贸易获利能力 (史本叶和杨馥嘉, 2024[41] ; 王彬等, 2023[42] ), 从而增强

了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对供给方而言, 由于信息获取与技术转移更为便利, 极大地

提升了其创新潜力, 为其灵活调整生产策略、 实现产品多样化以及提升产品质量提

供有力保障, 进而增强其中间品供给稳定性。 对需求方而言, 区域价值链网络地位

提升使区域整体拥有更多的产业关联伙伴、 更丰富的信息与资源以及更强的议价能

力 (王岚等, 2025) [43] , 为其获得更多种类、 更高质量且价格合适的中间品进而提

升中间品需求稳定提供保障。
综上所述, 本文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 RTA 深化有助于提高一国全球价值链在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稳定性

水平。
假说 2: RTA 深化通过弥合制度差异、 促进研发要素流动、 降低价值链风险—

收益和提高价值链分工协同度, 促使全球价值链供给端与需求端稳定性水平提升。

四、 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为了探讨 RTA 深化对一国全球价值链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稳定性的影响, 构

建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res_ plyijkt = β0 + β1 ldepthijt + β2control + λ1

it + λ2
jt + γik + ηij + εijkt

 (8)
　 　 　 res_ plvijkt = β0 + β1 ldepthijt + β2control + λ1

it + λ2
jt + δik + ηij + εijkt

 (9)
其中, i 和 j 和 t 分别代表中间品出口国、 中间品进口国以及年份。 k 在不同被

解释变量下的含义有所不同, k 在式 (8) 中代表增加值吸收行业, 在式 (9) 中

代表增加值来源行业。 res_ plvijkt 代表在 t 年 i 国 k 行业作为增加值来源国—行业时,
i 国作为 j 国中间品供给国与 j 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即 i 国在供给端的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res_ plyijkt 代表 t 年 i 国 k 行业作为增加值吸收国—行业时, i 国
作为 j 国中间品需求国与 j 国之间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即 i 国在需求端的全

球价值链稳定性。 ldepthijt 代表 i 国与 j 国在 t 年的贸易协定深化水平。 control 代表

一系列控制变量。 λ1
it 、 λ2

jt 、 ηij、 γit 和 δik 分别代表出口国—时间、 进口国—时间、
国家对、 增加值吸收国—行业和增加值来源国—行业固定效应。 εijkt 为随机误差

项。 此外, 本文将标准误聚类至出口国—行业—进口国层面。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本文采用全球价值链需求端、 供给端稳定性指数的绝对值

分别衡量全球价值链在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稳定性水平。 首先, 本文采用残差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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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国家—部门层面的需求端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 ( vol_ ply) 与供给端全球价

值链稳定性指数 (vol_ plv)。 具体计算方法参见前文。 其次, 本文对全球价值链稳

定性指数取绝对值。 由前文可知,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大于零、 小于零分别表示

正向波动与负向波动, 并且其越接近零, 全球价值链越稳定, 即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指数的绝对值越接近零价值链越稳定。 因此,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取绝对值后更

能反映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程度。 将全球价值链需求端和供给端稳定性指数的绝对

值分别记为 res_ ply 和 res_ plv。
2. 核心解释变量

贸易协定深化水平 ( ldepth)。 首先, 本文沿用 Horn 等 (2010) 对贸易协定议

题的分类, 将现存于 WTO 框架之内以及未包含在现行 WTO “多哈回合” 谈判框架

和规则之下的议题归纳为 52 类。 其次, 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 采用 Hofmann 等

(2017) 的条款计数法测算 RTA 深度指数, 以此衡量 RTA 深化水平。 具体赋值方

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判断协定中是否覆盖某一议题 K, 若贸易协定覆盖议

题 K, 则赋值为 1, 反之赋值为 0; 第二阶段, 若议题 K 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不适用

于争端解决机制, 则赋值为 1, 反之为 0; 第三阶段, 如果议题 K 具备法律约束力

且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 则赋值为 1, 反之则为 0。 根据上述三个阶段所得分值加

总后, 协定中各项议题的深度指数取值分别为 0、 1、 2 和 3。 最后, 将各协定中各

项议题的深度指数加总即可得到协定总深度指数。 此外, 本文还参考 Mattoo 等

(2022) [44] 的做法, 对各 RTA 总深度进行标准化, 使总深度指数取值落在 [0, 1]
之间, 数值越大表明协定深化水平越高。 具体计算公式见式 (10)。 式 (10) 中,
provisionK

ijt 表示 i 国与 j 国在 t 年生效的贸易协定中议题 K 的深度指数, total_depthijt

表示 i 国与 j 国在 t 年生效的贸易协定总深度指数, Max ( total_deptht) 表示 t 年全

球已生效的贸易协定中深化水平最高的贸易协定的深度值。 此外, 若缔约双方在同

一年中有多个生效的贸易协定, 则按照缔约双方当年生效的协定中深度指数最高的

协定衡量贸易协定深化水平。

　 　 　 　 ldepthijt =
total_ depthijt

Max( total_ deptht)
=

∑
52

k = 1
provisionK

ijt

Max( total_ deptht)
 

(10)

3. 机制变量

(1) 制度弥合 (wgi)。 本文采用制度距离衡量制度弥合的效果。 参考周茂等

(2023) [45] 的研究, 将各国在不同维度的制度环境质量得分进行简单平均, 得到国

家层面的综合制度环境质量得分, 再进一步用两国综合制度环境质量得分之差的绝

对值表示双边制度距离, 变量记为 wgi。 wgi 的值越大说明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越

大, 制度弥合效果越差。
(2) 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 rd)。 借鉴孙玉红等 ( 2024) 的做法, 将 OECD -

ICIO 表 (2023 版) 中 “专业、 科学和技术活动” 行业的跨境流量作为研发要素跨

境流动额的代理变量, 变量记为 rd。 rd 的值越大表明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规模越大。
(3) 价值链风险—收益比 ( risk)。 价值链风险—收益比指的是一国特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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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造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 其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利用其他国家的生产要素而产

生的需求依赖。 其中, 收益采用一国部门的前向参与度表示, 前向参与度越高表明

该国部门在价值链分工中越可能从事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生产活动, 从而获得较多

的价值链分工收益; 风险采用一国部门面临的需求端风险敞口表示, 其衡量的是一

国部门价值链下游度中暴露于国际市场的价值链长度占总价值链长度的比重, 该比

重越大表明该国部门需求端暴露于国际市场的节点越多, 受到风险冲击的概率越

大。 因此, 参考倪红福等 (2024) 的做法, 采用一国部门的需求端风险敞口与前

向参与度的比值表示价值链风险—收益比。 供给端、 需求端的价值链风险—收益比

分别记为 ex_risk、 im_risk。 该值越大表明价值链风险—收益比越大, 此时面临较大

的风险或者较低收益①。
(4) 全球价值链分工协同度。 在当前国际分工模式下, 全球价值链分工依赖

高度联系的全球价值链网络, 网络地位差异影响着各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方式。 对

此, 本文参考程志宙等 (2024) 的做法, 采用全球价值链网络地位的耦合协调指

数衡量价值链分工协同度, 以此反映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实现相互促进、 深度

互动以及高水平发展的协调状态。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首先, 以 Wang 等 (2022) 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分解框架为基础测算双边国

家—部门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水平, 计算公式见式 (11) 和式 (12)。 式 (11)
表示 s 国作为 r 国的中间品供给者时, 其部门 1 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所出口的

增加值。 式 (12) 表示 s 国作为 r 国的中间品需求者时, 其部门 1 参与全球价值链

生产活动所吸收的增加值。

VA_ GVCsr
1 = Vs

1Lss
11∑

2

j = 1
Asr

1j( ∑
t, 2

u = s, i = 1
Bru

ji Yu
i ) + Vs

1Lss
12∑

2

j = 1
Asr

2j( ∑
t, 2

u = s, i = 1
Bru

ji Yu
i )

 

(11)

FGY_ GVCsr
1 = ∑

t

k = s
Vk

1∑
2

j = 1
Bkr

1j(∑
2

i = 1
Ars

ji Lss
i1)Ys

1 + ∑
t

k = s
Vk

2∑
2

j = 1
Bkr

2j(∑
2

i = 1
Ars

ji Lss
i1)Ys

1
 (12)

其次, 根据双边国家—部门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数据构建矩阵, 并以当

年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水平的均值为阈值将其转化为二值矩阵。 随后采用社会网络

分析法测算出以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水平为权重的加权度数中心度。
最后, 参考王彬等 (2023)、 黄凌云等 (2018) [46] 的做法, 测算双边国家—

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分工耦合协调度指数。 计算公式见式 (13)。 其中, har_ plvijkt 与
har_ plyijkt 分别表示 t 年 i 国与 j 国 k 行业的供给端、 需求端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
该指数越大表明价值链分工协同度越高。 dv、 df 为分别基于 VA_GVC、 FGY_GVC 测

算的加权度数中心度指数。 α、 β 和 γ 分别取值 0. 5、 0. 5 和 2。 当 i 国与 j 国的网络

地位越接近, 两国之间的分工耦合度
dvikt × dvjkt

(αdvikt + βdvjkt) γ 和
dfikt × df jkt

(αdfikt + βdf jkt) γ 越高。

为了避免两国之间网络地位接近但地位较低的情况, 需加入 (αdvikt + βdvjkt) 和

(αdfikt + βdf jkt), 来衡量二者之间的整体网络地位提升水平 (史本叶和杨馥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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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_ plvijkt =
dvikt × dvjkt

(αdvikt + βdvjkt) γ
× (αdvikt + βdvjkt)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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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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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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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har_ plyijkt =
dfikt × df jkt

(αdfikt + βdf jkt) γ
× (αdfikt + βdf jk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
2

 

(13)

4. 控制变量①

(1) 市场竞争水平差异 (markup)。 利用两个经济体间行业竞争水平差异的绝

对值衡量市场竞争水平差异, markup 越大表明两个经济体间的市场竞争差异程度

越大。 参考杨飞 (2022) [47] 的方法, 以行业价格加成衡量行业竞争水平。 (2) 行

业规模差异 (output)。 采用两国行业的总产出规模之差的绝对值衡量, 该值越大

两国对应行业的总产出规模差异越大。 (3) 行业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差异 (dig)。
参考李丹等 (2024) [48] 的做法, 采用各国各行业对数字技术行业的完全消耗系数

衡量其数字技术投入水平; 同时, 利用两个经济体各行业间数字技术投入水平之差

的绝对值度量行业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差异, dig 越大表明两个经济体之间对应行业的

数字技术投入水平差异越大。 (4) 两国要素禀赋差异 (gap)。 以两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GDP) 之差的绝对值衡量两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 该值越大表明两个经济

体之间的要素禀赋差距越大。 (5) 两国财政政策协调度 (govern)。 采用两个经济

体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度量财政政策协调度 (张志明等, 2024b),
该值越大表明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度越低。

(三) 数据来源与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使用以下数据库。 第一, 行业规模、 行业数字技术投入水平、 行业市

场竞争水平、 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风险—收益比、 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以及价值

链分工协同度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官网 2023 年版投入产出表;
其中, 计算行业市场竞争水平用到的行业工资水平来自 2023 年版的 OECD—TIM
数据库。 第二, 区域贸易协定深度指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贸易协定深度数据库。 第

三, 制度质量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数据库。 第四, 其余数据来自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WDI) 数据库。
本文对数据做了如下调整。 第一, 为了缩小变量间的量纲差距, 对 res_ plv、

res_ ply、 rd、 ex_ risk、 im_ risk、 markup、 output、 dig、 gap 取对数。 第二, 剔除部

分样本。 具体来说, OECD2023 年版投入产出表提供了 77 个地区 45 个行业 1995—
2020 年的投入产出数据, 但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等, 本文分别从地区、 行业和时间

层面剔除部分样本, 选取制造业与服务业进行分析。 由于部分控制变量在 2000 年之

前缺失严重, 因此剔除 2000 年之前的数据。 最终, 本文得到 2000—2020 年 74 个国

家 (地区) 36 个行业出口国—行业—目的地—年份的跨国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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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1 为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ldepth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

上为负, 并且在加入行业、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的符号及显著性未发生

改变, 这表明 RTA 深化能够显著降低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指数的绝对值, 即 RTA 深

化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稳定性水平①。

表 1　 基准回归

变量

需求端 供给端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v lnres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5) (6)

ldepth 　 -0. 026∗∗∗ 　 -0. 029∗∗∗ 　 -0. 029∗∗∗ 　 -0. 015∗∗∗ 　 -0. 015∗∗∗ 　 -0. 018∗∗∗

( -4. 82) ( -5. 32) ( -5. 27) ( -2. 63) ( -2. 61) ( -3. 00)

国家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口国—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进口国—行业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出口国—行业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行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N 4
 

080
 

262 4
 

076
 

626 3
 

914
 

692 4
 

074
 

228 4
 

070
 

592 3
 

910
 

260

注: 括号内的数字均为聚类至出口国—行业—进口国的稳健标准误基础上计算的 t 统计量; 此为加入了国家

与行业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并且控制了出口国—行业 (供给端)、 进口国—行业 (需求端)、 出口国—时

间、 进口国—时间以及国家对固定效应;∗∗∗ 、∗∗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的显著水平。 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②

1. 改变聚类标准误

考虑到国家—行业以及各行业在不同年份的干扰项可能存在的自相关与异方差

问题, 本文采用国家—行业以及行业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稳健性检验。
2. 变更变量的测算方法

(1) 变更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本文参考程大中等 (2024) 的做法, 分别采

用全球价值链需求端稳定性指数 (vol_ ply)、 全球价值链供给端稳定性指数 (vol_ plv)
的 5 年滚动标准差衡量全球价值链需求端、 供给端的稳定性水平。 (2) 变更核心

解释变量测算方法。 首先, 使用区域贸易协定中具备法律可执行力的条款测度区域

贸易协定深度指数, 以此衡量贸易协定深化水平。 其次, 考虑到贸易协定所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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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个领域中有部分领域超出了贸易的范围, 故本文根据 Damuri (2012) [49] 构建的

贸易协定的核心深度指数衡量贸易协定深化水平。
3. 变更回归样本

(1) 改变样本划分区间。 考虑到 RTA 中相关条款发挥作用存在时滞性, 因此,
为了排除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对 RTA 反应的滞后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以 4 年

为界将样本划分为多个区间后重新进行回归。 (2) 缩尾处理。 为了避免极端值对

估计结果的干扰, 本文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双侧 1%的缩尾。 综上, 在经过改变聚

类标准误、 变更变量测算方法、 变更回归样本等一系列检验之后, 依旧显示 RTA
深化显著提升了一国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三) 内生性问题①

1. PSM—DID
首先, 本文基于 “RTA 生效” 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 (多时点

DID) 模型, 以此缓解不可观测的时变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其次, 由于各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行业受到贸易协定的影响存在差别, 因此各国在决定是否与贸

易伙伴签订贸易协定时还会受到自身发展状况的影响, 并非完全外生, 从而存在样

本自选择问题。 为此, 本文基于 1 对 1 的倾向得分匹配后的双重差分进行回归, 结

果显示, PSM-DID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相比于未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
签订贸易协定后的国家显著提升了其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另外, 平衡性检验与平行趋势检验均符合使用 PSM-DID 的前提条件。

2. 工具变量法

RTA 深化与全球价值链稳定性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从而产生内生性

问题, 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鉴于此, 本文借鉴张志明 (2022) [50] 的做法, 采用第

三方已生效的贸易协定平均深度之差构建工具变量。 具体来说, 利用经济体 i 与非

j 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深度均值, 减去经济体 j 与非经济体 i 签订的贸易协定深度

均值的绝对值, 衡量第三方贸易协定平均深度之差。 该工具变量的合理性在于, 一

方面, 两个经济体签订的第三方贸易协定平均深度差异越大, 意味着双方签订的贸

易协定经验差距越大, 在谈判贸易协定成本方面的差异就越大, 弱势的一方会为了

转嫁自身较高的交易成本而选择拉高双方的协定谈判成本, 从而不利于双方签订更

具深度的贸易协定。 另一方面, 经济体之间的第三方贸易协定平均深度之差不会直

接影响一国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在缓解双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 RTA
深化依旧显著提高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四) 异质性检验

1. 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异质性

与简单全球价值链分工相比, 复杂全球价值链分工涉及更多生产环节, 并且生

产链条较长。 因此, 由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引致的价值链风险—收益比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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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PSM-DID 与工具变量的详细说明与回归结果和 PSM-DID 的平衡性检验与平行趋势检验结

果, 查阅同前。



异, 进而导致贸易协定深化通过降低风险—收益比对简单与复杂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的影响有所不同。 根据表 2 列 (1) 至列 (4) 结果显示, RTA 深化对简单与复杂

价值链稳定性的影响存在差异。 表 2 列 ( 1) 至列 ( 2) 结果显示, 在需求端,
RTA 深化更有助于提升简单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对此的解释是: 简单价值链活动

分工环节越少, 增加值吸收国—部门能够更快地将进口中间品转化为最终品, 而复

杂价值链活动则面临中间品多次跨境等问题, 其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贸

易协定深化对复杂价值链活动风险—收益比的影响较小。 表 2 列 (3) 至列 (4)
结果显示, 在供给端, RTA 深化更有助于复杂价值链稳定性水平提升。 因为贸易

协定深化降低了中间品多次跨境带来的累积贸易成本, 保障增加值来源国出口的中

间品能够顺利地在国际市场多次流转, 为其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 降低其风险—收

益比, 进而提高其复杂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2. 本土市场规模异质性①

厂商为了及时获取市场需求信息, 对市场需求变动作出及时反应, 其生产区位

会尽可能靠近市场需求规模更大的地区 (李丹等, 2024)。 换言之, 本土市场规模

越大的地区越能够吸引更多生产环节与市场主体, 从而对其他地区的资源形成虹吸

效应 (王岚和程志宙, 2024)。 为此, 本文认为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本土市场规

模差异过大, 会导致市场规模较大的一方对市场规模较小一方的资源产生虹吸效

应, 扩大了双方价值链生产分工地位差距, 不利于价值链分工协同发展, 进而削弱

了 RTA 深化的价值链稳定效应。 首先, 本文参考王岚和程志宙 (2023) 的做法,
采用各国各行业的市场分割度衡量各国各行业的本土市场规模。 其次, 计算供需双

方本土市场规模差异的绝对值, 并以各年供需双方在国家—行业层面的本土市场规模

差异的绝对值的均值为临界点, 将样本划分为两组。 若两国之间本土市场规模差异大

于该均值, 则表示两国的本土市场规模差距较大, 反之则差距较小。 最后, 根据表 2
列 (5) 至列 (8) 的结果, 当两国本土市场规模差距过大时, RTA 深化无法产生显

著的价值链稳定效应。 此外, 组间差异检验显示, 不同样本之间存在组间差异。

表 2　 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本土市场规模异质性

变量

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异质性 本土市场规模异质性

简单价值链 复杂价值链 简单价值链 复杂价值链 差异大 差异小 差异大 差异小

lnres_ ply_s lnres_ ply_c lnres_ plv_s lnres_ plv_c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5) (6) (7) (8)

ldepth 　 -0. 0297∗∗∗　 -0. 0154∗∗∗　 -0. 0206∗∗∗　 -0. 0208∗∗∗ 　 -0. 006 　 -0. 031∗∗∗ 　 0. 012 　 -0. 019∗∗∗

( -5. 38) ( -3. 91) ( -3. 64) ( -3. 61) ( -0. 43) ( -5. 19) (0. 80) ( -2. 99)

N 3
 

914
 

692 3
 

914
 

692 3
 

910
 

260 3
 

910
 

260 761
 

110 3
 

153
 

565 760
 

391 3
 

149
 

852

3. 条款异质性

考虑到贸易协定中 WTO+条款与 WTO-X 条款在议题覆盖范围上存在差异, 因

此本文认为不同条款之间的深化水平将会导致不同的价值链稳定效应。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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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本土市场规模的计算公式与说明以及组间差异检验的结果, 查询同前。



WTO+条款是各协定成员在 WTO 条款基础上的进一步减让, 主要涉及降低或者取

消关税、 反倾销与反补贴等 14 个领域, 旨在促进产品在国际上更自由地流动; 而

WTO-X 条款在内容上超越了 WTO 框架, 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经贸规则协调一致,
保障中间品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境内顺利流通。 因此, 相较于 WTO+条款, WTO
-X 条款在促进各缔约方规制融合进而弥合制度差距、 降低风险—收益比方面的作

用更大, 从而更能够发挥价值链稳定效应。 其次, 根据表 3 列 (1) 至列 (4) 结

果显示, 无论是在需求端还是供给端, WTO-X 议题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的提升效应均优于 WTO+。 最后, 考虑到 WTO+条款、 WTO-X 条款在具体议题上

涉及的核心内容、 实施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异, 为此, 本文进一步采用 RTA 垂直深

度指数衡量 RTA 深化水平,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RTA 垂直深化、 边境议题垂直深化、
边境后议题垂直深化以及具体议题垂直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影响。 相关回归

结果如图 2 所示, RTA 垂直深化、 边境议题垂直深化、 边境后议题垂直深化均显

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同时, 从具体议题来看, 在需求端, 反倾销、 竞争、
劳动市场管制、 政府采购、 服务、 国有企业、 公共补助、 技术性贸易壁垒、 贸易便利

化与海关、 签证与政治庇护等议题深化有助于提升价值链需求端稳定性; 在供给端,

表 3　 条款异质性对稳定性的影响

变量

WTO+深度 WTO-X 深度 WTO+深度 WTO-X 深度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ldepth -0. 0188∗∗∗ -0. 0377∗∗∗ -0. 0123∗∗ -0. 0228∗∗∗

( -4. 16) ( -6. 09) ( -2. 56) ( -3. 45)

N 3
 

914
 

692 3
 

914
 

692 3
 

910
 

260 3
 

910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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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RTA垂直深化以及具体议题异质性检验

注: 图中的黑点表示回归系数, 线段两端分别对应 90%的置信区间的上、 下限。 所有回归结果中均加入了控

制变量以及均控制了进口国—行业 (需求端)、 出口国—行业 (供给端)、 国家对、 出口国—年份、 进口国—
年份的固定效应。 同时, 回归结果采用聚类至出口国—行业—进口国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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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反补贴、 劳动市场管制、 政府采购、 国有企业、 公共补助、 技术性贸易壁

垒、 贸易便利化与海关、 签证与政治庇护等议题深化有助于提升价值链供给端稳

定性。①

4. 价值链地位异质性

当两国价值链地位差距较大时, 双方进行深度价值链合作的要素禀赋基础与产

业基础较为薄弱, 不利于 RTA 深化发挥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 ( 张志明等,
2024a), 进而不利于双边价值链稳定。 但是, 若双方能够按照要素禀赋优势进行

价值链分工, 即使价值链地位差距较大, 也会由于双方之间同质化竞争较少以及分

工更为明确带来更高的价值链收益 (张志明等, 2024a), 从而构建稳定的上下游

合作关系, 促进价值链稳定。 为此, 有必要分析全球价值链差距对于 RTA 深化发

挥价值链稳定效应的影响。 基于此, 本文根据各国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

划分样本, 以此考察价值链地位差异对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的影响。
具体做法是: 第一, 基于前向与后向价值链平均生产长度测算各国部门的全球价值

链地位指数, 该指数越大表明该国部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上游; 第二, 根据

各年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价值链上游国家与价值链下游

国家。 若一国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大于该中位数, 则该国部门处于价值链上

游, 反之处于价值链下游, 因此样本可划分为 “上游—上游” (UP—UP)、 “上游

—下游” (UP—DW)、 “下游—下游” ( DW—DW)。 根据表 4 列 (1) 与列 (4)
的回归结果, 无论是在需求端还是供给端, 当开展价值链合作的国家均处于价值链

上游时, RTA 深化有助于提高双方的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但是双方均处于价值链

下游时, RTA 深化无法发挥价值链稳定效应。 对此的解释是: 当开展价值链合作

的双方均处于价值链上游时, RTA 深化推动了缔约国之间开展更加公平、 有序的

竞争, 推动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 从而提高价值链稳定。 根据

表 4 列 (3) 与列 (6) 的回归结果, 当缔约双方均处于价值链下游时, 双方主要

从事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且同质性较强的生产活动, 同时双方开展价值链合作的要

素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 进而削弱了 RTA 深化带来的价值链稳定效应。 此外, 根

据表 4 列 (2) 与列 (5) 的回归结果, 当开展价值链合作的双方价值链地位存在

表 4　 全球价值链地位差异对稳定性的影响

变量

UP_UP UP_DW DW_DW UP_UP UP_DW DW_DW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v lnres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5) (6)

ldepth -0. 033∗∗∗ -0. 040∗∗∗ 0. 007 -0. 029∗∗ -0. 023∗∗∗ 0. 006
( -2. 93) ( -5. 34) (0. 63) ( -2. 42) ( -2. 88) (0. 53)

N 950
 

700 1
 

984
 

034 979
 

958 948
 

843 1
 

981
 

815 979
 

60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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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篇幅限制, RTA 垂直深度指数的测度和各议题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影响的详细说明, 查阅同

前。 RTA 垂直深度数据库一共提供了 18 项议题的垂直深度指数数据。 边境议题包括反倾销、 反补贴、 出口

限制、 资本流动、 技术性贸易壁垒、 原产地规则、 贸易便利化与海关、 卫生和植物检疫; 边境后议题包括竞

争、 环境、 知识产权、 投资、 劳动市场管制、 政府采购、 服务、 国有企业、 公共补助、 签证与政治庇护。



差距时, RTA 深化显著提升了需求端与供给端的价值链稳定性。 因为 RTA 深化通

过弥合各方制度差异, 有效削减了阻碍各经济体按照要素禀赋优势开展价值链合作

的贸易壁垒, 削弱各缔约方之间的同质化竞争, 扩大价值链合作的基础与收益, 进

而维持价值链稳定性。 同时, RTA 深化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国际配置, 缩小缔约

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 实现价值链生产分工耦合度提升。
5. RTA 网络地位异质性

各国签订 RTA 在时间、 数量以及伙伴国分布等方面的差异使 RTA 网络呈现

“轮轴—辐条” (Hub-and-Spoke) 结构。 在此结构中, 轮轴国 (Hub
 

Countries) 凭

借与多数国家建立协定伙伴关系, 占据了 RTA 网路的核心地位并承担着全球信息

交互枢纽、 资源配置中枢和技术扩散平台的核心功能。 相较而言, 辐条国 ( Spoke
 

Countries) 仅与少数国家建立协定伙伴关系, 在 RTA 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 当一

国与轮轴国签订或者提高 RTA 深化水平时, 该国可通过轮轴国实现与全球信息、
技术、 资源的间接对接, 使其不仅能够通过知识、 技术外溢等效应实现核心技术突

破, 而且借由轮轴国获取其他贸易伙伴的信息更为便利, 极大地降低了与其他贸易

伙伴的协调与沟通成本。 随着技术水平提升与成本降低, 缓解了该国对进口中间品

的依赖, 提高了其参与价值链分工的收益, 由此提高其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基

于此, 本文根据各样本国家在 RTA 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划分样本, 以此考察 RTA 网

络地位差异对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的影响。 具体做法是: 第一, 基于

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各样本国家的中介中心度指数, 该指数越大表明一国在 RTA
网络中的地位越高, 越可能属于轮轴国; 第二, 根据各年的中介中心度指数的中位

数将样本国家划分为轮轴国与辐条国。 若一国的中介中心度指数大于该中位数, 则

该国属于轮轴国, 反之属于辐条国。 由于本文所用数据为跨国面板数据, 因此样本

可划分为 “出口方为轮轴国—进口方为轮轴国” (EX_Z—IM_Z)、 “出口方为轮轴

国—进口方为辐条国” ( EX_Z—IM_W)、 “出口方为辐条国—进口方为轮轴国”
(EX_W—IM_Z)、 “出口方为辐条国—进口方为辐条国” ( EX_W—IM_W)。 根据

表 5 列 (1) 至列 (3)、 表 5 列 (5) 至列 (7) 的回归结果, 无论是在需求端还

是在供给端, 与轮轴国签订、 深化现有 RTA 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全球价值链稳定性

水平。 但是, 根据表 5 列 (4) 至列 (8) 结果显示, 辐条国家之间签订或者深化

现有 RTA 不利于双方之间的价值链稳定。 主要的原因是辐条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落后、 市场资源有限, 无法充分发挥 RTA 深化带来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

表 5　 RTA网络地位差异对需求端、 供给端稳定性的影响

变量

EX_Z 与
IM_Z

EX_Z 与
IM_W

EX_W 与
IM_Z

EX_W 与
IM_W

EX_Z 与
IM_Z

EX_Z 与
IM_W

EX_W 与
IM_Z

EX_W 与
IM_W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v lnres_ plv lnres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5) (6) (7) (8)

ldepth 　 -0. 0473∗∗∗　 -0. 0488∗∗∗　 -0. 0452∗∗∗ 　 0. 0800∗∗∗ 　 -0. 0239∗∗ 　 -0. 0515∗∗∗　 -0. 0915∗∗∗　 0. 1054∗∗∗

( -5. 35) ( -3. 48) ( -3. 16) (3. 16) ( -2. 55) ( -3. 43) ( -6. 01) (3. 98)

N 1
 

776
 

410 865
 

963 865
 

963 406
 

356 1
 

773
 

712 864
 

607 865
 

750 406
 

191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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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机制检验

本文进一步探究 RTA 深化提高一国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影

响机制。 首先, 考虑到传统的中介效应三步法存在的内生性偏误等问题 (江艇,
2022) [51] , 本文重点考察 RTA 深化对机制变量的影响以及机制变量对全球价值链

在需求端与供给端稳定性水平的影响 ( Liu
 

and
 

Mao, 2019) [52] 。 其次, RTA 深化

通过制度弥合、 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降低价值链风险—收益比以及提高价值链

分工协同度, 进而提升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影响, 已经在理论机制部分进行说明。
为此, 基于式 (14) 至式 (15) 进行机制检验:

　 　 Mijkt = β0 + β1 ldepthijt + β2control + λ1
it + λ2

jt + γik + ηij + εijkt
 (14)

　 　 Yijkt = β0 + β1Mijkt + β2control + λ1
it + λ2

jt + γik + ηij + εijkt
 (15)

其中, Y 表示被解释变量, 其包括全球价值链需求端稳定性指数 ( lnres_ ply)
和全球价值链供给端稳定性指数 ( lnres_ plv)。 M 表示机制变量, 其包括制度距离

(wgi)、 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 rd)、 风险—收益比 (ex_risk、 im_risk) 和全球价值链

分工协同度 (har_ plv、 har_ ply)。
1. 制度弥合机制

从制度弥合机制检验看, 表 6 列 (1) 至列 (4) 结果表明 RTA 深化显著缩

小了国家间的制度差距, 并且随着制度差距缩小, 有效地促进了一国供给端与需

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提升。 这意味着 RTA 深化通过向各缔约方提供一

套统一的经贸标准与规则, 缩小了各方之间的制度差距。 随着缔约方之间制度差

距缩小, 价值链合作的不确定性风险降低, 一国可以提前调整生产工序、 产品规

格以及销售策略, 从而保障了中间品的供需稳定, 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

平提升。

表 6　 制度弥合机制与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机制检验

变量

制度弥合机制 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机制

wgi lnres_ ply wgi lnres_ plv lnrd_input lnres_ ply lnrd_input lnres_ plv

(1) (2) (3) (4) (5) (6) (7) (8)

ldepth 　 -0. 101∗∗∗ 　 -0. 101∗∗∗ 　 0. 196∗∗∗ 　 0. 196∗∗∗

( -84. 72) ( -84. 72) (29. 89) (29. 89)

wgi 0. 036∗∗∗ 　 0. 026∗∗∗

(6. 60) (4. 51)

lnrd_input 　 -0. 024∗∗∗ 　 -0. 011∗∗∗

( -29. 01) ( -11. 99)

N 3
 

730
 

944 3
 

730
 

944 3
 

730
 

944 3
 

726
 

769 3
  

900
 

536 3
 

900
 

536 3
 

900
 

536 3
 

896
 

127

2. 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从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的机制检验看, 表 6 列 (5) 至列 (8) 结果表明贸

易协定深化显著提升了双边国家的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规模, 并且随着研发要素跨境

流动显著提升了一国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对此的解释是:

17

《国际贸易问题》 2025 年第 12 期 全球价值链



首先, RTA 深化通过知识产权、 竞争政策以及创新等条款优化了成员间的研发环

境, 为研发要素跨境流动提供制度支撑。 其次, 研发要素在成员间的跨境流动通过

优化双方的研发要素配置效率, 实现双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 随着技术创新能力提

升, 一方面提升了本国对国外中间品的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保障了本国对国际市场

稳定地供给中间品。 为此, 贸易协定深化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 提高了一国

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3. 降低风险—收益比

从降低风险—收益比的机制来看, 表 7 列 (1) 至列 (4) 结果显示, RTA 深

化显著降低了一国需求端与供给端所面临的风险—收益比, 并且风险—收益比降低

有助于一国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性水平的提升。 对此的解释是: RTA
深化通过削减贸易壁垒和促进国家间经贸规则协调一致, 提高了一国参与价值链分

工的收益。 同时, RTA 深化为一国实现技术创新、 攻克 “卡脖子” 技术提供了优

良的创新环境与资源, 降低了该国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从而减少产业链需求侧的暴

露水平。 随着该国面临更低的风险—收益比, 其具有更高的国际竞争力、 受到

“长鞭效应” 与风险转嫁效应的影响更小, 从而提升了其抗风险能力, 保障了中间

品的供给与需求稳定, 进而维持其全球价值链稳定。
4. 提高分工协同度

从价值链分工协同发展的机制来看, 根据表 7 列 (5) 至列 (8) 结果显示,
贸易协定深化显著促进了双边价值链分工协同发展, 进而提高了全球价值链供给端

与需求端的稳定性水平。 对此的解释是: RTA 深化通过优化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
提高生产与投资效率以及发挥第三方效应促进缔约成员间实现价值链生产分工协同

发展。 随着价值链分工协同发展, 各缔约成员在国际市场中获取了更多利益, 为改

善中间品质量以及扩大中间品投入来源多样化提供保障, 从而提高了一国全球价值

链在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稳定性水平。

表 7　 风险—收益比、 价值链分工协同度机制

变量

风险—收益比机制 价值链分工协同度机制

lnim_risk lnres_ ply lnex_risk lnres_ plv har_ ply lnres_ ply har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5) (6) (7) (8)

ldepth 　 -0. 180∗∗∗ 　 -0. 180∗∗∗ 　 0. 018∗∗∗ 　 0. 019∗∗∗

(-25. 13) (-25. 12) (21. 36) (24. 12)

lnim_risk 　 0. 003∗∗∗

(4. 18)

lnex_risk 　 　 0. 049∗∗∗

(50. 15)

har_ ply 　 -0. 111∗∗∗

(-21. 53)

har_ plv 　 -0. 040∗∗∗

( -6. 74)

N 3
 

910
 

871 3
 

910
 

871 3
 

910
 

871 3
 

910
 

259 3
 

835
 

636 3
 

835
 

636 3
 

829
 

392 3
 

825
 

31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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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进一步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大, 各国纷纷通过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区位选择与

地域分布规避潜在风险, 这加速了全球价值链朝着短链化、 区域化以及多元化方向

重构。 得益于区域内贸易壁垒削减、 地理临近、 各国相互之间合作更加紧密等优

势, 全球价值链区域化重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区域外断链风险, 促进了区域内价

值链稳定性水平提升 (任桐瑜等, 2025) [53] 。 但是, 高度集中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

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将呈现出极大的脆弱性, 不利于维持全球价值链稳定。 由前文

可知, RTA 深化能够显著降低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风险—收益比、 提高缔

约各方之间的价值链分工协同度, 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稳定。 那么, 在全球价值链

区域化重构背景下, RTA 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影响是否会有所不同? 对该

问题的探讨与回答不仅有助于各国了解全球价值链区域化重构下 RTA 深化的全球

价值链稳定效应, 也对我国制定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具有借鉴意义。 基于此, 本文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社团发现算法对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区域化变迁架构进行

刻画, 并在此基础上测度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区域化指数, 以此考察全球价值链区

域化重构对 RTA 深化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的影响。
首先, 本文采用社团发现算法确认各国所处区域,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全球价值

链生产活动区域化指数 (后文简称区域化指数)。 区域化指数的具体计算过程如

下。 第一, 以 Wang 等 (2022) 的分解框架为基础, 构建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网

络。 本文将 OECD2023 版投入产出表中的各国 (地区) 作为网络节点, 以节点间

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关系作为连边, 采用度数中心度反映节点大小①, 用全球价

值链生产活动规模的大小决定连边的粗细, 用箭头表示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中间

品与增加值流向, 从而构建出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 第二, 以 Leiden
 

Community 社

团发现算法进行聚类分析, 由此识别出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更为紧密的国家, 并在

此基础上做出区域划分。 社团发现算法结果显示, 从整体来看, 全球价值链生产活

动的区域化特征随着时间推移愈发明显, 主要表现为区域数量以及区域成员不断发

生变化, 并且不同区域国家的连线数量也在增加; 从各区域的生产网络中心枢纽

看, 随着中国生产网络地位不断提升, 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的中心枢纽由 2000 年

的美国、 德国转变为 2020 年的中国、 美国以及德国②。 第三, 参考易子榆等

(2023) [54] 的做法构建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区域化指数, 以此衡量各国在需求端与

供给端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区域化程度。 计算公式见式 (16) 和式 (17)。 其

中, c、 p、 i 和 t 分别代表出口国、 进口国、 行业以及年份。 δ ( c, p) 为虚拟变

量, 若 c、 p 属于同一区域则取值为 1, 反之取值为 0。 VA_RGVC、 FGY_ RGVC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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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①
 

前向、 后向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度数中心度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vadegree = ∑r
, 1(VA_ GVCCsr ) fgy-

degree= ∑ r, 1 (FGY_GVCCsr)。 双边国家层面的 VA_GVC 和 FGY_GVC 计算公式见式 (11) 和式 (12)。

限于篇幅, 基于社团发现算法绘制的生产网络图查阅同前。



考虑了区域化的地理集中度指数, 即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区域化指数, 该指数取值

范围处于 1 / n , 1[ ] 之间, 该值越大, 表明 c 国 i 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越

集中于区域内, 即区域化程度越高。

　 　 　 　 　 VA_ RGVCcit = ∑
n

p = 1

VA_ GVCcpit × δ(c, p)
VA_ GVCci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16)

　 　 　 　 　 　 　 FGY_ RGVCcit = ∑
n

p = 1

FGY_ GVCcpit × δ(c, p)
FGY_ GVCci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17)

其次, 根据式 (16) 和式 (17) 能够分别计算出口国—行业、 进口国—行业

在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区域化指数, 并根据当年各行业区域化指数的均值将样本划分

为区域化程度较高的样本 (记为 H) 与区域化程度较低的样本 (记为 L)。 具体来

说, 若一国—行业的区域化程度高于该均值, 则该国—行业在当年属于 H 样本,
反之属于 L 样本。 由此得到四组样本, 即出口方 H 型—进口方 H 型 ( EX _H—
IM_H)、 出口方 H 型—进口方 L 型 ( EX_H—IM_L)、 出口方 L 型—进口方 H 型

(EX_L—IM_H) 和出口方 L 型—进口方 L 型 (EX_L—IM_L)。
最后, 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区域化发展对 RTA 深化引致的价值链稳定效应的

回归结果见表 8。 无论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 当出口方与进口方区域化程度较低或

者进口方 (即目的地) 区域化程度较低时, RTA 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在需求端

与供给端的价值链稳定性水平。 但是, 当出口方与进口方区域化程度均较高或者进

口方区域化程度较高时, RTA 深化的价值链稳定效应将被削弱, 甚至无法产生显

著的价值链稳定效应。
综上所述, 为了充分发挥 RTA 深化带来的全球价值链稳定效应, 进而保障国

际分工体系的顺畅运行, 加紧推进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多元化重构进程成为当前亟

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表 8　 需求端、 供给端区域化程度异质性

变量

需求端 供给端

EX_L 与
IM_L

EX_H 与
IM_H

EX_L 与
IM_H

EX_H 与
IM_L

EX_L 与
IM_L

EX_H 与
IM_H

EX_L 与
IM_H

EX_H 与
IM_L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y lnres_ plv lnres_ plv lnres_ plv lnres_ plv

(1) (2) (3) (4) (5) (6) (7) (8)

ldepth 　 -0. 0332∗∗ 　 -0. 0186∗ 　 -0. 0144 　 -0. 0273∗∗　 -0. 0345∗∗ 　 -0. 0053 　 -0. 0023 　 -0. 0203∗

( -2. 54) ( -1. 92) ( -1. 29) ( -2. 42) ( -2. 53) ( -0. 52) ( -0. 19) ( -1. 75)

N 853
 

256 1120
 

974 970
 

152 970
 

152 885
 

160 1
 

068
 

659 977
 

076 979
 

308

七、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贸易协定深度数据库和 OECD 投入产出表, 构建了反映全球价值链需

求端与供给端稳定性的指标, 考察了 RTA 深化对全球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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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响和作用渠道。 结果发现, RTA 深化通过弥合制度差异、 促进研发要素跨

境流动、 降低价值链风险—收益比以及提高价值链分工协同度四个渠道显著提升全

球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的稳定性水平。 异质性分析发现, RTA 深化的价值链稳

定效应会由于价值链生产活动差异、 国家间本土市场规模差异、 条款类型差异、 国

家间价值链地位差异以及 RTA 网络地位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进一步分析发现,
RTA 深化产生价值链稳定效应还受到各国价值链生产活动区域化程度的影响。 当

开展价值链合作的双方进行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区域化程度较低或者进口方区域化程

度较低时, RTA 深化能有效提升价值链需求端与供给端稳定性。 而当进口方在价

值链生产活动上具有较高的区域化程度或者开展价值链合作的双方区域化程度较高

时, RTA 深化对价值链稳定性的提升作用将被削弱, 甚至无法产生显著的价值链

稳定效应。
本文研究肯定了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对全球价值链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为维护我

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手段, 故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第

一, 深化贸易协定谈判, 构建量质并重的贸易协定网络。 充分利用 RTA 深化降低

价值链合作的不确定性风险, 进而保障价值链稳定; 第二, 实施差异化贸易协定磋

商政策, 推动价值链地位攀升, 进而维持价值链稳定运行。 区域贸易协定磋商应精

准把握不同维度的差异特征, 对不同对象实施差异化策略, 充分释放 RTA 深化的

价值链稳定效应; 第三, 建立价值链区域化动态响应机制, 突破区域化约束。 在全

球价值链区域化重构的背景下, 中国需构建贸易协定伙伴动态监测机制, 密切关注

贸易协定伙伴在区域合作战略与贸易规则方面的动态变化, 并且积极寻求与经贸网

络更为成熟、 制度建设更为完善的贸易协定伙伴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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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ening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Stability
 

of
 

Global
 

Valu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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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74
 

economies
 

spanning
 

from
 

2000
 

to
 

2020,
 

this
 

paper
 

in-
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the
 

deepen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on
 

the
 

stability
 

of
 

a
 

country􀆳s
 

GVCs
 

from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eepening
 

of
 

RTAs
 

robustily
 

enhances
 

the
 

GVC
 

stability
 

from
 

both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Mechanism
 

analysis
 

identifies
 

four
 

key
 

channels: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R&D
 

factors
 

mobility,
 

a
 

reduced
 

risk-reward
 

ratio
 

in
 

GVC
 

participation,
 

and
 

increased
 

synergy
 

within
 

GVC
 

network
 

division
 

of
 

labor.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tability
 

effect
 

of
 

deeper
 

trade
 

agreements
 

exhibits
 

heterogeneity
 

due
 

to
 

differences
 

in
 

GVC
 

production
 

ac-
tivities,

 

domestic
 

market
 

sizes,
 

provision
 

types,
 

GVC
 

positions
 

and
 

the
 

network
 

position
 

of
 

RTA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RTAs
 

deepening
 

on
 

GVC
 

stabil-
ity

 

is
 

subject
 

to
 

the
 

moderating
 

role
 

of
 

regional
 

reconfiguration
 

in
 

GVC
 

production
 

activi-
ties.

 

This
 

study
 

thus
 

makes
 

a
 

timely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RTA
 

deep-
ening

 

within
 

GVCs
 

and
 

offers
 

a
 

concrete
 

policy
 

foundation
 

for
 

enhancing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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